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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原住民政策利益分配的因素： 
族群代表或選舉競爭？ *

羅清俊 **、陳文學 ***

《本文摘要》

本文基於少數族群代表理論與分配政策理論，藉由次級資料的統計

分析，探討民國 92至 94年行政院原民會分配給 23縣市的原住民補助

款是否受到原住民立法委員族群代表因素的影響？或是受到與原住民立

法委員選舉相關政治因素的影響？假如原住民立委真的會比較關心自己

的族群，而表現在補助款的爭取上，那麼現行以全國為唯一選區的原住

民立委選舉制度就可能要思考是否要朝向族群代表制的選舉制度，才能

讓原住民各族群平衡發展。

透過統計分析，本文發現，第一，原住民立委並沒有特別利用爭取

補助款來照顧自己的族群，反而會關心與自己不同族的原住民。雖然如

此，但是與原住民立委相同族群的原住民，仍然能獲得基本的補助款額

度。第二，原住民立委選舉相關的政治因素是影響原住民補助款分配的

重要因素。這些發現隱含著目前原住民立委選舉制度大致上仍能均衡各

族群的發展。最後，本文基於研究發現，討論現行原住民選舉制度對大

族與小族發展的影響，並提出未來進行原住民選舉、族群代表與政策利

益關係研究的方向。

關鍵詞：分配政策、少數族群、原住民立法委員、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

制度、族群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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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尖石鄉錦路、養老部落，共七十戶左右居民，至今尚無家用電話可用，當地

居民對此深感困擾與不變，⋯⋯政府相關單位應確實調查各偏遠地區之通訊設施

是否完善（立法院公報　2003a）。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分配一億五千萬增辦的工程費，必須基於公平之原則，但

我們發現建設經費需求甚殷的屏東縣山地門鄉需要區區的五十萬元，還被原民會

刪除補助，嚴重忽視山地門鄉原住民的權益（立法院公報　2004）。

壹、前言

電視上某個頻道播映著泰雅族水蜜桃阿嬤訴說她和七個小孫子面對生命困境而努力的故

事，而在另一個頻道則報導外賓來訪，原住民以歌舞來展現台灣的特色。兩則報導呈現出原

住民生活的困頓與其被觀賞的價值，而這通常也是我們一般人對於原住民的普遍印象。但是

原住民的真實面容真的僅限於如此嗎？其實在國民政府來台後，帶來的許多政治制度、交易

模式與文化習慣，已逐漸影響原住民社會的行為與思維。尤其在原住民的選舉文化上，原

住民反而越來越像漢人，而這種原住民社會的真實型態卻常被一般大眾所忽略。

每當立法委員選舉後，一般人通常只關心這一屆立委的選舉結果當中，國民黨贏得幾

席？民進黨贏得幾席？哪一個選區特別的競爭？哪一位候選人意外中箭落馬？但是，對於

原住民立委選舉的資訊卻是有意或無意的忽略。如果我們仔細看看原住民立委選舉的報

導，會發現「部落頭目在立委選舉前，分送住戶每戶 1包價值五百元或六百元的生薑」、

「為支持特定原住民立委候選人，舉辦南投一日遊，安排 91名選民出遊」、「贈送價值

一千餘元番刀給樁腳」、「動用行政資源進行輔選」，甚且原住民選民直接表態「誰擁有資

源，誰給得起原住民資源，就支持誰」（立報，2004年 12月 10日，版 11；聯合報，2008

年 1月 12日，版 C2；聯合報，2008年 1月 22日，版 C2）。換言之，原住民立委的選舉

樣態已與漢人相似，「資源」都是影響勝選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意味著原住民立委選舉的

競爭程度並不亞於一般的區域立委選舉。

自從民國 80年第一次修憲後，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由原來各 2人改為各 3人， 1 

又在民國 86年第四次修憲時，增加為各 4人。隨著原住民立委人數的增加，也提升了原

住民在國會殿堂表達意見與爭取資源的機會。近年來，原住民立委更扮演主動的角色，協

助原住民陳情與提出法案，例如「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

1 民國 79年立法院第一屆第八十五會期修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將山地山胞與平地山胞選

區應選名額增為 2人。



影響原住民政策利益分配的因素：族群代表或選舉競爭？　169

金會設置條例草案」、「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修正案」等等。然而，究竟原住民立委的這

些行為動機為何呢？是個人的族群使命？還是為尋求連任呢？從少數族群代表 (minority 

representation)的理論來看，國家為避免多數（強勢）族群壟斷政治權力與權利，乃假定

族群代表必然會關心該族群的事務，而透過制度來使少數族群擁有一定比例或名額的國會

議員代表。但是，實際上族群代表真的會為族群帶回實際的利益嗎？還是如分配政策理論

所強調，國會議員為固守票倉或降低選舉競爭程度，而將政策利益帶回選區，以增加連任

機會呢？基本上，這些都是實證性的問題，必須以實證資料加以驗證。

在國內，議員代表性與利益分配之間關係的研究多以區域立委與省議員為研究對象

（羅清俊　2000；2001；羅清俊與萬榮水　2000），而對於原住民立委選舉、族群代表與

政策利益之間的關聯性研究卻付之闕如。因此，本文即從少數族群代表理論與分配政策理

論為基礎，以實證研究途徑分析影響原住民政策利益分配的因素，究竟是原住民立委的

「族群因素」主導？還是「立委選舉因素」主導？如果主導因素是「族群」，即能進一步

探究目前原住民立委「代表性」制度的合理性。而如果主導因素是「選舉」，則研究結果

除了可以拓展台灣分配政策研究的知識之外，對於未來原住民選舉制度的改革應該會有一

定程度的參考價值。

歸納來說，本文以民國 92至 94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行政院原民會）

分配給 23縣市的原住民補助款為研究對象，探討補助款分配是否與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

程度或與選舉相關因素有關？如果有關，那麼個別因素的影響程度如何？在本文的結構方

面，首先，說明原住民立委選舉制度以及行政院原民會對各縣市補助計畫的內容，藉以鋪

陳本文的事實背景。第二，檢視少數族群代表理論與分配政策理論，並藉由理論與相關研

究發現，提出本文的五項假設。第三，提出本文的研究設計，包含分析單位、資料來源、

模型建構與各變數的操作化內容。第四，進行實證分析，包括各變數的敘述統計分析、迴

歸分析與敏感度分析等等。最後則是摘要研究發現並加以討論。

貳、我國原住民立委選舉制度與 
行政院原民會對於 23縣市原住民實施的補助計畫

一、我國原住民立委選舉制度

在民國 94年第七次修憲以前，我國立法委員的選舉制度採用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

票制，係指在選區中有一個以上的當選名額，每位選民皆只能投一票，而當選者的多餘票

數，不得讓渡給其他候選人。而在區域選舉的選區劃分上，則是區分為以行政區作為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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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的「屬地」劃分（例如一般區域立委的選舉）與選民特質為基礎的「屬人」劃分（例

如僑選立委）。

然而，原住民立委的選舉制度則同時蘊含「屬人」原則（具備山地或平地原住民身

分）與「屬地」原則（身分認定依據光復前戶籍所在地位於 30個山地鄉或 25個平地鄉

〔鎮、市〕）。意即選舉人與候選人條件除符合一般選舉資格與原住民身分之外，還需要有

山地或平地原住民的身分註記。其中，如果在光復前，原住民本人或直系血親原戶籍位於

30個原住民山地鄉， 2 則登記為山地原住民，可以選舉或參選山地原住民立委；而戶籍若

在 25個原住民平地鄉（鎮、市）， 3 則登記為平地原住民，可以選舉或參選平地原住民立

委。4 換言之，目前原住民選舉身分並非以「族群別」（例如阿美族或邵族）為認定標準，

所以實際上選舉出來的當選人會有不同的族群別。另外，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的選區範

圍皆以全國為唯一選區 (at-large)，但是因為受到戶籍認定的影響，所以山地原住民分佈仍

以 30個原住民山地鄉為主，橫跨台北縣、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台中縣、南投縣、

嘉義縣、高雄縣、屏東縣、台東縣、花蓮縣與宜蘭縣等 12個縣，並以泰雅族與排灣族的

人數較多；而平地原住民分佈則多在 25個平地鄉（鎮、市），範圍擴及新竹縣、苗栗縣、

南投縣、屏東縣、台東縣與花蓮縣等 6個縣，以阿美族人數為多。由於是以全國為唯一選

區，因此不論是山地或平地原住民立委的選區範圍皆相當大且分散，使得原住民立委選舉

的規模幾乎等同於總統大選。

在原住民立委應選名額方面，根據民國 86年「憲法第四次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自第四屆起，山地原住民立委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各選四人」。在應選名額有

限與選民一人一票的條件下，對人數較多的阿美、泰雅與排灣三族必然較為有利， 5 因為

他們可以很容易的選出自己族群的原住民立委，形成所謂的「大族政治」。這可以從表 1

2 30個山地鄉包括：烏來鄉、復興鄉、尖石鄉、五峰鄉、泰安鄉、和平鄉、仁愛鄉、信義鄉、

阿里山鄉、茂林鄉、桃源鄉、那瑪夏鄉、山地門鄉、霧台鄉、瑪家鄉、泰武鄉、來義鄉、春日

鄉、獅子鄉、牡丹鄉、海端鄉、延平鄉、金峰鄉、達仁鄉、蘭嶼鄉、秀林鄉、萬榮鄉、卓溪

鄉、南澳鄉與大同鄉。
3 25個平地鄉（鎮、市）包括：關西鎮、南庄鄉、獅潭鄉、魚池鄉、滿州鄉、台東市、關山鎮、

成功鎮、卑南鄉、池上鄉、鹿野鄉、太麻里鄉、大武鄉、長濱鄉、東河鄉、花蓮市、鳳林鎮、

玉里鎮、新城鄉、吉安鄉、壽豐鄉、光復鄉、豐濱鄉、瑞穗鄉與富里鄉。
4 除「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所規定的原則性認定規則外，該法第十條也規定：「山地原住民與平

地原住民結婚，得約定變更為相同之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身分；其子女之身分從之。」
5 根據行政院原民會 96年 12月統計，原住民總計 484,174人，其中阿美族 172,685人；排灣族

83,391人；泰雅族 81,348人；布農族 48,974人；太魯閣族 23,492人；魯凱族 11,408人；卑南

族 10,897人；鄒族 6,483人；賽夏族 5,541人；雅美族 3,337人；噶瑪蘭族 1,092人；邵族 62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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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四與第五屆原住民立委當中，皆有 4位是阿美族、3位是泰雅族、1位是排灣族的結

果得到證實。

從現行的原住民立委選制與選舉結果來看，呈現出兩個問題：第一，在山地原住民與

平地原住民為兩類的身分認定下，造成原住民選民雖然屬於相同族群，但是卻因為戶籍

所在地一個在山地鄉，一個在平地鄉（鎮、市），所以形成山地與平地不同身分選民的現

象。例如：新竹縣五峰鄉的賽夏族歸類為山地原住民，而苗栗縣南庄鄉的賽夏族則歸類為

平地原住民；台東縣達仁鄉的排灣族歸類為山地原住民，但是台東縣大武鄉的排灣族卻是

平地原住民。第二，原住民立委選舉結果所呈現的「大族政治」，可能會忽略或損害小族

的權益。誠如一位排灣族青年所質疑的：「族群差異這麼大，阿美族的立委會替賽夏族的

人說話嗎？」（中國時報，1998年 11月 13日，版 40）由於大族立委被質疑可能只會關心

自己的族群，使得原住民立委選制改革的聲浪開始浮現。

表 1　第四、五屆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選區與族群別

屆次 姓名 選區 族群別

第四屆

曾華德 山地原住民 排灣族

高揚昇 山地原住民 泰雅族

瓦歷斯貝林 山地原住民 泰雅族

林春德 山地原住民 泰雅族

楊仁福 平地原住民 阿美族

章仁香 平地原住民 阿美族

林正二 平地原住民 阿美族

蔡中涵 平地原住民 阿美族

第五屆

曾華德 山地原住民 排灣族

瓦歷斯貝林 山地原住民 泰雅族

高金素梅 山地原住民 泰雅族

林春德 山地原住民 泰雅族

林正二 平地原住民 阿美族

章仁香 平地原住民 阿美族

廖國棟 平地原住民 阿美族

楊仁福 平地原住民 阿美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高德義（1996）以原住民立委的選制改革為主題，針對原住民菁英所做的調查發現，

71.7%原住民菁英認為山地與平地兩種選區劃分是不合理的，並且有 81.1%原住民菁英同

意採行以各族群為單位的「族群代表制」。另外，潘春義（2002）也建議未來原住民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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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制應朝向小選區制或族群代表制。而黃錦堂（2005）則認為以全國為唯一選區並兼顧各

族群之代表性的選制最為合理。6 然而，我們好奇的是：在目前的制度下，各族的立委代

表真的會比較照顧自己的族群嗎？除非我們能夠證明過去已當選的原住民立委比較會照顧

同族的族人，否則「族群代表制」的改革倡議可能不易獲得認同。也就是說，在進行原住

民立委選制改革前，應先瞭解目前原住民的利益被代表的情形。如果阿美族、泰雅族與排

灣族立委真的比較關心自己的族人而忽略了其他的族群，則倡議「族群代表制」的原住民

選舉制度才有其正當性。

二、行政院原民會對於各縣市原住民實施的補助計畫

民國 85年第三屆立委選後，立法院呈現三黨不過半的政治僵局，原住民立委利用

行使閣揆同意權的契機，順勢推動成立「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7 並於 91年 3月更名為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負責統籌規劃、協調與監督全國原住民族事務。此外，並指

導、監督與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執行之原住民族事務。

民國 92至 94年行政院原民會對於 23縣市原住民所實施的補助計畫 8 （不含連江縣與

金門縣）包括：「都市原住民生活發展計畫」、「補助輔導原住民部落產業發展」、「原住民

保留地森林保育計畫」、「原住民住宅整建」、「山地部落聯絡道路改善計畫」、「改善原住民

地區部落飲水設施計畫」以及「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計畫」等。圖 1顯示 92至 94年行政

院原民會分配給 23縣市政府的原住民補助款總額。其中，92年度有 4,153,670,221元；93

年為 1,819,394,323元；94年為 1,877,244,454元，三年總計補助 23縣市共 7,850,308,098

元。表面上來看，決定政策資源如何分配的主控權與裁量權的確是在行政機關，但是國會

議員為了順利連任，他們經常透過預算審核權企圖影響行政機關將政策利益分配至有利他

們競選連任的區域；而行政機關也很有可能基於與國會議員交易關係或是為了建立議會的

多數聯盟，而將比較多的補助利益技巧性地分配至國會議員真正需要的地方 (Arnold 1981; 

Fiorina 1977)。從這個角度來看，原住民補助款的分配就可能不只是基於各縣市原住民人

口數、土地面積或政策需求等等的考量而已，而可能會受到原住民立委的影響。9 更進一

6 巴燕．達魯與孔文吉兩位原住民立委也曾對現行原住民立委選制提出若干的意見，可參閱立法

院公報（2002, 902；2008, 253）。
7 有關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成立過程，可參閱黃鈴華（2005, 203-294）。
8 這些補助計畫通常由原民會編列補助預算，確立補助原則，然後由各縣市政府提出的計畫當中

加以評比，最後確認是否補助以及補助額度。
9 根據實證資料顯示，行政院原民會在分配補助款時，可能會重視原住民立委意見或受到原住民

立委的影響。例如：一、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第 88次委員會會議紀錄：原民會的委員們對於

行政院原民會及所屬在 97年度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討論決議——本預算案將來送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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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來說，因為原住民立委具有不同的族群別，所以這些原住民立委在爭取補助利益或是行

政機關在分配補助利益的過程當中，未必只受到選舉因素影響，也可能會考慮到原住民立

委所屬的族群因素。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1　92至 94年行政院原民會分配至 23縣市原住民補助款的總額

審議時，請相關處室能多與原住民籍立委及內政、預算委員會委員多溝通，請委員支持，並請

會計室備妥將來立院開議時報告的資料（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7）。二、民國 96年 9月

28日，高金素梅委員對於 96年部落聯外道路的 2.7億元預算無法執行以及 97年部落聯外道路

預算僅編列 9,970萬元，質詢行政院長張俊雄。質詢過程中，行政院原民會官員並未第一時間提

出說明，當場被行政院長張俊雄指責。會後，張俊雄院長承諾 96年 2.7億的道路預算，將專案

保留，跨年繼續執行。而 97年的部落聯外道路預算短編部分，則承諾辦理追加預算或動支行政

院第二預備金的方式來解決（高金素梅立委辦公室　2007；郭于中　2007）。三、行政院原民會

的第 61次委員會會議紀錄：議案討論內容包括行政院原民會辦理立法委員函請辦理急難救助案

件，以及函覆林春德委員有關漏報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作業。在急難救助案件部分，行政院原

民會同時也核撥補助各縣市及 55個原住民鄉（鎮、市）公所的原住民急難救助補助經費（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3a, 81-82）。在原住民保留地議案部分，在林春德委員行文行政院原民會

後，原民會立即彙整與擬訂工作計畫（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3a, 104-105）。四、行政院原

民會《改善原住民地區部落飲水設施計畫執行檢討及建議報告》：這份報告緣起於 92年高金素

梅委員質詢行政院長游錫 有關原住民地區水量不足、工程品質不良等問題後，院長指示組成專

案小組進行檢討報告。在報告中，除了檢討如何提升飲水設施計畫的執行效能外，在建議事項

部分也提到由於此計畫過去未制訂明確的補助審核標準，因此建議應建立明確的審議標準，以

避免民意代表對於核定過程質疑，減少無謂的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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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少數族群代表理論與分配政策理論

盛杏湲（2005, 17）在〈選區代表或集體代表：立法委員的代表角色〉一文中指出：

「原住民立委全數以選區利益為優先，並沒有絲毫的保留，顯示原住民選民的利益較為一

致與顯著」。雖然她並未說明何謂原住民立委的「選區利益」？但是這個問題其實與本文

所探討的主題息息相關。當我們仔細思考「原住民立委的選區利益」時會發現，形式上原

住民立委的選區是以全國為範圍，而他們的選區利益有可能是族群別的「族群利益」，也

可能是立委個人的「選票利益」。前者乃基於少數族群代表理論，後者則可以從分配政策

理論來進行觀察。本文以下即分別檢視少數族群代表理論與分配政策理論，並推衍出本文

的研究假設。

一、少數族群代表理論

少數族群 (ethnic minority)係指被支配的族群，而支配者的族群自不應被視為少數族

群（施正鋒　1998, 5）。少數族群代表 (minority representation)則指具備少數族群身分者透

過制度程序的認可，在國家或地方層次上替族群進行決策、發聲或追求利益。尤其在民主

社會中，為了確保不同社會群體的聲音能被具體的代表與反映出來，應建立有效的制度化

機制，特別是那些被邊緣化、弱勢的，以及被壓迫的社會群體的聲音（Young 1990; 楊婉

瑩　2001, 139）。10透過少數族群代表的設置，可降低少數族群選民意見表達的障礙，進

而增進溝通利益 (communicative advantages)(Mansbridge 1999, 642)，更可以促進族群之間

的互動與瞭解的機會（施正鋒　2007）。

對於各種社群（包括種族、族群、階級與性別等社會群體）與代表性之間的關係，

Pitkin將其區分為描述性 (descriptive)、象徵性 (symbolic)與實質性 (active)代表三種。其

中描述性代表是指代議士與他的選民擁有相同的特徵；象徵性代表則指代議士能使他的選

民在心理上認同他能代表他們；實質性代表則指代議士能瞭解並代表選民的需求（Pitkin 

1967, 60-61; 楊婉瑩　2001, 140）。另外，Mosher(1982)也將代表性區分為消極 (passive)與

積極 (active)兩種代表性。所謂消極代表性係指源於個人與階層的代表性，它可反映整體

社會的組成，例如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社會階級、種族、宗教與父親職業等。而積極

代表性則指代表者能倡議 (advocate)被代表團體的利益與期望 (desires)，而且這些利益與

期望是可以被具體分配的。就 Pitkin與Mosher所區分的代表性來看，Pitkin的描述性代

10 是否需要在制度或政策上考量族群差異，向來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議題，其中主要的反對原因

是：強調族群差異所衍生的優惠待遇，將威脅既定的強勢族群，反而可能造成族群間的衝突，

以及出現逆向歧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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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與Mosher的消極性代表概念相似，都強調相同特質的選民應有代議士來代表他們的利

益，而 Pitkin的實質性代表則與Mosher的積極性代表之概念相同，乃認為代議士應能具

體為他們的選民謀福利。11

在描述性代表的相關研究方面，透過毛利族國會議員的代表，確實增加紐西蘭少數族

群政治發聲的機會 (Fleras 1985, 575)。另外，Banducci、Donovan 與 Karp (2004)探討美國

與紐西蘭少數族群描述性代表的選制後發現，國會當中如果有少數族群的描述性代表，

將可增強少數族群選民的政治關心能力，例如不論是在美國或紐西蘭，少數族群選民對

少數族群議員名字辨識度的正確度、接觸頻率與認同少數族群代表的績效表現 (approve of 

representative’s performance)等等，都優於非少數族群的選民對非少數族群議員的關心程

度。因此，描述性代表不只可以增加少數族群發聲的機會，也可以促進少數族群對政治的

關心程度。

由於族群代表與族群選民具備共同的歷史經驗，所以族群代表對於族群議題可能比

較有高度的關切心。因此國家通常會藉由特別選區 (reserved seat)、保障名額 (guaranteed 

seat)、調整選區 (affirmative gerrymandering)、降低門檻或提名方式等的選舉機制12（施正鋒  

2007, 156-159），選出少數族群代表來維護少數族群之權益。換言之，就是透過制度化的

描述性或消極性代表來達到實質性或積極性的代表。

而在描述性代表與實質性代表的關聯性研究方面，Whitby與 Krause(2001)研究美國

第 104屆眾議院黑人議員的記名表決後發現，黑人議員相較於非黑人議員而言，會比較支

持有利黑人的法案通過。Holman(2008)探討都會層級的女性、少數族群與女性少數族群

的民選官員對於重分配方案（包括福利、家計負擔與暴力方案的支出）與福利方案的支出

影響。作者發現如果市長是女性時，將正向影響重分配方案與福利方案的支出。另外，

Bratton與 Ray(2002)認為女性的描述性代表轉化成實質性代表必須有三個必要條件：第

一，公共領域中存在著性別差異的問題與現象；第二，女性具備選舉權；第三，民意機

關 (elected bodies)可控制對女性有利的相關政策的決定權。之後，他們研究挪威女性議員

對於孩童的日間照顧政策 (day-care)之影響，發現女性議員會比較支持日間照顧政策之通

11 除了 Pitkin與Mosher外，Meier(1993)修正消極與積極兩種代表類型，他認為可劃分為人口統計

代表、意見代表與利益代表等三種類型。此外，Guinier(1994)認為少數族群應該跳脫傳統的代

表型態，而需要的是以社群為基礎，且受到社群心理上信任且支持的「可信的代表」(authentic 

representation)。
12 特別選區即特別劃分少數族群之選區，由少數族群選舉少數族群之代表；保障名額即規定所有

當選名單內，少數族群之一定比例；調整選區是藉由選區重劃，將少數族群的選民劃在同一選

區；降低門檻係指在比例代表制下，降低少數族群代表或族群政黨的當選門檻；提名方式則是

在比例代表制下，政黨將少數族群候選人放在安全名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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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除此之外，Haider-Markel、Joslyn與 Kniss(2000)以同性戀為研究對象，探討具同性

戀特質的地方民選官員是否會支持同性戀登記的伴侶政策 (domestic partner policy)，他們

發現民選的同性戀官員會比較支持伴侶政策。因此，不論是種族、族群、性別或同性戀的

相關研究均顯示描述性代表可以促進實質性的代表。

在台灣，由於特殊的歷史脈絡發展，原住民「族群代表」的概念其實並不單純，它可

以區分為三種不同層次的意涵。第一個層次是原生性的「各族群別的族群代表」，例如阿

美族或泰雅族的族群代表；第二個層次是「山地／平地原住民族群代表」，意即在原住民

居住地或選舉制度的人為建構下，劃分為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族群代表；第三個層次

則是「原／漢的族群代表」，這是因為原住民相對於閩南、客家與外省族群的文化差異大

過於原住民內部族群差異，因此原住民相對於其他族群有更明顯的少數族群特性，而被視

為是同一族群。

既然如此，當我們論及台灣原住民的族群代表時，就必須面對到底族群代表的概念定

位在哪一個層次的問題。因為概念定位在不同層次，則族群代表的意義也會不同。例如立

法院經濟及能源、內政及民族、預算及決算三委員會在併案審查「制訂水患治理特別條

例」的第二次聯席會議當中，原住民立委曾華德提到：「站在原住民的立場，如果沒有看

到治山這一個補助項目，所有的原住民立委都會反對這個案子」（立法院公報　2005）。他

的這項代表行為就屬於「原／漢的族群代表」，代表泛原住民的利益。而日後如果原住民

各個族群所分配到的水患治理補助利益呈現小族多過於大族（在立法院有立法委員代表他

們的族群）時，那麼原生性的「各族群別的族群代表」就沒有被滿足。

因為本文後續所要分析的對象是原民會所主管的原住民補助款分配，這些補助款的分

配事實上僅針對居住在台灣各地的原住民。它既不是原漢之爭，也不是山地原住民與平地

原住民之爭（因為這些補助款並沒有區分哪些要分配給山地原住民，哪些要分配給平地原

住民？），而是原住民各族群之間對於補助利益的競爭。所以，族群代表的概念在本研究

的意涵乃是原住民族群原生性的族群代表。

目前台灣原住民族包括由 14個族以上的不同族群別， 13但是因為各族選民人數多寡不

同，使得選舉出來的原住民立委族群別集中於阿美族、泰雅族和排灣族等三個族群。所以

嚴格來說，第四屆與第五屆的原住民族的描述性立委代表，其實只是「阿美族的描述性立

委代表」、「泰雅族的描述性立委代表」與「排灣族的描述性立委代表」而已。從前述的少

數族群代表理論得知，族群立委應該會比較關心自己族群的利益，所以當縣市原住民人口

13 民國 96年 1月第十三族撒奇萊雅族正名成功，人口約五千至一萬人，該族原歸為阿美族。隔年

（97年）4月行政院院會通過第十四族賽德克族正名案，人口估計超過萬人，該族原歸為泰雅

族。目前尚有台南西拉雅族與南投噶哈巫族等持續進行正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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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族群別與立委的族群別相同程度較高時，則該立委理當比較會關心這個縣市的原住民，

並為這個縣市的原住民爭取更多的原住民補助款。因此，本文建立立委族群代表與政策利

益分配關聯性的假設如下：

假設一： 縣市原住民族群被代表程度越高，則該縣市會獲得越多的原住民補助款。

然而，族群立委真的會比較關心同族群的利益嗎？還是會因為考量選票因素而爭取各

縣市原住民補助款呢？ Swain(1993)運用參與觀察法比較美國國會的「歷史上黑人多數選

區」的議員、「新黑人多數選區」的議員、「黑人白人混合選區」的議員與「白人多數選

區」的議員， 14她發現黑人多數或黑人白人混合選區的白人國會議員反而比較關心黑人選

民的利益。此外，相較於混合選區的黑人議員，黑人多數選區的黑人議員因為缺乏選舉競

爭，所以他們對於黑人議題的關心程度明顯較低。於是，Swain建議唯有營造選舉競爭的

氣氛，才能保障黑人的利益，所以美國國會新選區的設立不應朝向建立新黑人多數選區，

而應以設立混合式選區為方向。從這個角度來看，Swain與之前我們所討論的Whitby與

Krause(2001)的見解並不相同。Whitby與 Krause認為黑人描述性代表會促進黑人選民的

利益，而 Swain則認為創造選舉競爭性才是持續追求黑人利益的基礎。因此，除了族群特

質之外，選票競爭的因素也可能會影響政策利益的分配，而分配政策理論正是觀察選票與

政策利益分配的重要理論。

二、分配政策理論

分配政策理論主要在探討國會議員競選連任、國會制度性權力（例如常設委員會）與利

益分配之間的關係 (Lowi 1964)。國會議員會以尋求繼續連任為首要目標，並透過自己所掌

握的國會制度性權力企圖影響行政機關所分配的補助利益，讓政策資源移轉至自己的選區，

以提高選民的支持程度 (Rundquist and Ferejohn 1975)。所以補助款的分配除了可能受到選區

的人口與土地面積等等客觀需求因素的影響之外，也可能會受到議員追求連任的選票因素所

影響。後續的分配政策實證研究也發現，除了國會議員是否擔任特定常設委員會委員之外，

議員政黨屬性、議員資深程度、議員在前一次選舉的競爭程度、議員的競選經費支出、選區

利益團體個數、選票集中程度等等因素均可能影響補助款的分配 (Alvarez and Saving 1997; 

Ames 1995; Crisp and Ingall 2002; Hurwitz, Moiles, and Rohde 2001; Levitt and Poterba 1999; 

14 歷史的黑人多數選區係指選區中，有一半以上達投票法定年齡的黑人選民，以及有連任十年以

上的黑人國會議員；新黑人多數選區則是選區中有五至六成達投票法定年齡的黑人選民；混合

選區是選區中無任何族群或種族超過五成的投票法定年齡；多數白人選區是指選區中，有五成

以上的白人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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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s 1990; Rundquist, Lee, and Rhee 1996; Seller 1997; Stein and Bickers 1992; 1996; 2000)。

分配政策理論的發展是緣起於美國國會議員選舉單一選區的制度，國會議員為了能夠

連任，通常會透過預算審核權來影響行政機關將選區的政策利益分配至他們選區。而這樣

的理論基礎是否適用於以全國為唯一選區的我國原住民立委選舉制度？換言之，在這樣的

制度之下，原住民立委是否仍有強烈動機追求地方利益的誘因？理論上來說，以全國為唯

一選區的國會議員選舉制度的目的是希望所選出來的國會議員跳脫狹隘的地方利益，而以

全國的共同利益為關注焦點；我國的原住民立委選舉制度也是希望所有原住民立委以全

國原住民共同利益為著眼點。但是，我國的原住民立委選舉制度並非採取類似於封閉式的

政黨比例代表制，而是由各縣市具有原住民身份的原住民，針對原住民立委候選人個人，

一票一票所選出來的。既然是針對原住民立委候選人個人的投票，現任原住民立委如果想

要連任，他就很有可能利用現任者優勢，影響行政機關將地方利益輸送至他想要輸送的地

方（例如這些地方可能是他在上一屆選舉獲得很多選票的地方）。國會議員這種行為的邏

輯正是分配政策理論所描述的核心議題。只要是任何一個以直接方式選出民意代表的政

體或制度，這種肉桶政治 (pork barrel politics)的現象都會發生 (Barry 1965; Buchanan and 

Tullock 1962; Shepsle and Weingast 1981)。

即使在以全國為唯一選區的制度下，如果制度的設計上仍容許或鼓勵所謂的個人選

票 (personal vote)，則分配政策所描述的肉桶現象就會存在。哥倫比亞在 1991年國會選制

改革就是一個例子。哥倫比亞在 1991年將參議員選制改為以全國為唯一選區 (at-large)，

員額為 100名，希望讓參議員們的票源分散，進而使他們多關懷全國性的利益。Crisp與

Ingall(2002)發現，在選制改革之後的初期，參議員所提關心全國共同利益的法案確實有

所增加。但是因為仍然採用個人名單 (personal list)選舉制度，造成激烈的黨內候選人競

爭，所以議員還是必須建立屬於個人的選票才能和同黨的議員切割。在這種制度誘因之

下，隨著時間的演進，參議員越來越傾向於提出狹隘利益的肉桶法案，以獲取個人的選

票，而議員的票源分佈也呈現越來越集中的趨勢。

基於以上的討論，在以全國為唯一選區的原住民立委選制下，原住民立委為了要尋求

連任，就可能會影響行政機關將政策利益分配至他（她）想要分配的地方。以下將依據分

配政策理論，建立補助款與選舉關聯性的假設。

在選舉競爭程度方面，Stein與 Bickers(1992)發現面對選舉競爭程度越高的弱議員

(vulnerable incumbents)越傾向將新的聯邦補助計畫 (new grant awards)帶回他們的選區。

也就是說，現任議員會特別注意上次的選舉時，他與競爭者之間的票數差距，如果很接近

的話，就會試圖引介政策利益，以降低未來選舉的競爭程度，才能尋求成功連任。在我

國，羅清俊（2000；2001）針對省政府補助款分配的研究也發現，當縣市所屬的省議員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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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越激烈，則該縣市獲得的省補助款也越多，尤其在省政府的交通處與住都處分配給縣市

的補助款更為明顯。基於這些選舉競爭程度對於政策利益分配的研究發現，原住民立委的

選舉競爭程度可能也會影響補助款分配，意即在上一次原住民立委選舉當中，原住民立委

與其他參選人的得票差距越小的縣市（也就是競爭程度較高的縣市），則該立委可能會為

這些縣市的原住民爭取更多的補助款。因此，本文建立原住民立委選舉競爭程度與補助款

分配的關聯性假設如下：

假設二： 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競爭程度越高的縣市，傾向於獲得越多的原住民補助

款。

另外，複數選舉制度的國家當中，假如參選者的家族能長期掌握地方權力，或是他

同時也是地方政治的領導者，那麼他只要經營特定區域的選票，就能當選。尤其當他當

選後，隨著個人聲望的建立與對特定行政區的利益回饋，使得連任時的選票將會越來越

集中在特定區域 (Ames 1995)，這種現象類似於台灣在 SNTV選舉制度之下所形成的「票

倉區」現象。而在議員選票集中 (vote concentration)與政策利益分配之間的關聯性研究方

面，Ames(1995)在巴西國會議員肉桶投票的研究當中發現，議員的選票集中程度與選區

政策利益分配呈現正向關係。由於巴西總統的行政權握有許多補助款計畫，所以如果國會

議員想要把利益帶回選區，就必須支持總統行政權的擴張。經過實證研究之後，他發現選

票越集中於特定區域的議員，會越支持總統行政權的擴張，以獲取總統所掌握的補助計

畫。除了巴西之外，Hirano(2005)比較日本在 1994年國會議員選制改變前後（1994年選

制從 SNTV制改為單一選區制），議員選票集中程度與政策利益分配之間的關係。他發現

複數選區制所選出來議員的選票呈現高度集中於議員的家鄉或票倉區，並且政府資源也集

中於這些票倉區或家鄉的周圍，明顯與單一選區制所呈現的現象不同。

從以上票倉區與政策利益分配關聯性研究的邏輯來看，因為原住民立委選舉是以全國

為唯一選區的複數選舉制度，所以台灣原住民立委選舉的票倉區與補助款的關係會是：如

果某縣市屬於某原住民立委的票倉區，則他應該會更有動力為這個縣市的原住民爭取原住

民補助款。並且，如果某縣市同時是多位原住民立委的「票倉區」，則這個縣市獲得的原

住民補助款可能會多過於只是一、二位原住民立委「票倉區」的縣市。基於此，本文建立

原住民立委選票集中程度與補助款分配的關聯性假設如下：

假設三： 多位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選票集中的縣市，會比少數幾位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

委選票集中的縣市獲得較多的原住民補助款。

選民政治參與程度的高低可能也是另一個影響原住民補助款分配的因素。在美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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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員為了增加肉桶支出 (pork-barrel spending)的效用，他們通常會先瞭解選區內關心立

委動態的「關注群眾」(attentive publics)之意見，而這些「關注群眾」通常也是投票意願

較高的群眾。Martin(2003)研究美國聯邦補助款與投票率之間的關聯，他發現郡 (county)

的投票率越高，則這些郡將可獲得越多的聯邦補助款。在國內，張其祿（2002）研究民國

78至 87年之間直轄市與縣市政府從中央政府所獲得的補助款，同樣也發現居民政治參與

程度（投票率）越高，則該縣市所獲得的補助款也越多。基於這些選民政治參與程度與政

策利益分配的研究發現，原住民選民投票率的高低可能也會影響原住民補助款的分配。因

此，本文建立原住民政治參與程度與補助款的關聯性假設為：

假設四：山地與平地原住民政治參與程度越高的縣市，將會獲得越多的原住民補助款。

在政黨因素方面，過去分配政策研究發現，總統為了尋求連任會運用他的行政否決權

(veto power)以及對黨內的影響力，來左右補助款預算的分配 (McCarty 2000)。Larcinese、

Rizzo與 Testa(2006)也發現，當地方行政首長與總統同黨籍時，則地方首長所屬的行政轄

區通常也會獲得較多的補助款。此外，Rich(1993)也發現，當地方首長的黨籍與國會多數

黨相同時，這些地方首長的行政轄區也可能會獲得比較多的補助款。在國內，對於地方首

長黨籍與補助款的研究當中，羅清俊（2000）探討台灣省政府五個廳處補助款的分配後，

發現當縣市長黨籍與省議會多數黨相同時，則縣市會獲得明顯偏多的交通處與住都處補助

款。此外，洪鴻智（2007）探討 921地震的資源分配因素後，也發現當鄉鎮市長與縣市

長同屬民進黨或無黨籍時，則該鄉鎮市獲得的重建經費也越多。顯然，在分配政策理論

的架構下進行補助款分配研究時，地方首長的黨籍是必須考量的變數之一。本研究採用

Larcinese、Rizzo與 Testa(2006)的論點，認為當縣市首長的黨籍與總統的黨籍相同時，則

該縣市可能會獲得較多的原住民補助款。本文不處理縣市首長是否與國會多數黨一致的議

題，原因在於本文所研究的期間是民國 92至 94年，如果以單一政黨來定義，民進黨是國

會多數黨，但是如果將泛藍陣營（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的席次加總後，泛藍反而是國

會的多數聯盟。這種情況比較難以認定國會多數黨究竟指單一政黨的多數？還是國會的多

數聯盟？因此，本文以縣市首長與總統黨籍相同與否作為政黨因素的操作型定義。

透過這個假設的檢證，將有助於瞭解原民會是否會受到最高行政首長（總統）選票考

量的影響，而將超額的補助款分配至與總統相同黨籍的地方政府轄區？這個假設的檢驗不

僅是分配政策理論所討論的範圍，同時它在台灣政治發展過程當中，也有一定程度的經驗

意涵。台灣從過去以來，不論是中央或地方選舉，原住民似乎多偏好於國民黨籍的候選

人，而民進黨候選人總是難以獲得原住民的青睞。然而，自從陳水扁總統上台後，原住民

族政策成為其重要的施政重點，並於 2002年再度確認選前的「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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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關係」，簽訂包含台灣原住民族之自然主權、推動原住民族自治等等原住民族相關政

策。從對於原住民族議題的關心程度來看，民進黨中央政府很有可能藉由將超額補助款分

配至民進黨執政的縣市政府轄區，來扭轉原住民選票是國民黨鐵票的迷思。因此，本文建

立縣市長黨籍與補助利益分配的關聯性假設如下：

假設五：縣市首長黨籍若與總統黨籍相同時，則該縣市會獲得較多的原住民補助款。

分配政策理論提出許多影響補助款分配的政治因素，除了前述的「選舉競爭程度」、

「選票集中程度」、「選民政治參與程度」與「縣市長黨籍」之外，「立委資深程度」、「立

委是否參與常設委員會」與「立委的黨籍」等等因素也是以往分配政策研究所關心的焦

點。但是因為我國原住民立委選舉是採全國為唯一選區的選舉制度，使得某些政治變數並

不適合在本研究中進行檢證。有關這些政治變數的取捨，將在研究設計部分詳細討論。

肆、研究設計

一、分析單位與資料來源

由於行政院原民會對於原住民補助款的分配都以縣市為對象，因此本文的分析單位為

臺北市、高雄市與台灣省 21縣市（行政院原民會 92至 94年對各縣市原住民的補助款並

未包含金門縣與連江縣）。本研究主要蒐集以下四類資料：

（一）民國 92至 94年行政院原民會分配於 23縣市的原住民補助款資料

總共有 11項補助計畫，包括：「都市原住民生活發展計畫」、「推動原住民社會教育民

俗文化等經費」、「補助辦理社會福利業務」、「辦理森林保育計畫」、「辦理原住民地區產業

活動與博覽會」、「辦理原住民地區部落產業發展計畫」、「原住民保留地規劃管理與利用實

施計畫」、「住宅改善計畫」、「山地部落聯絡道路計畫」、「改善原住民地區部落飲水設施計

畫」與「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計畫」（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3b；2004；2005）。

（二）原住民立委族群別資料

民國 92至 94年的補助款是第五屆立法委員預算審查之任期。在第五屆原住民立委

中，總共有 4位山地原住民立委與 4位平地原住民立委，其中阿美族有 4位、泰雅族有 3

位、排灣族有 1位（立法院國會圖書館　2008）。

（三）各縣市原住民總人口數與族群別人數

理想上，92至 94年原住民補助款資料應分別對應 91至 93年縣市原住民總人口數與

縣市各原住民族群別人數資料加以分析（編列次一年的預算通常會以當年需求人口數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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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這兩者會有一年的時間差）。蒐集 91至 93年縣市原住民總人數的資料並沒有困難，

但是縣市各原住民的族群別人數的統計部分，則是在 92年 6月以後才有該項統計資料。

因為資料的限制，所以本文以 92年 6月縣市各原住民族群別人數的資料對應 92年縣市原

住民補助款資料；以 92年 12月與 93年 12月縣市原住民各族群別人數的資料分別對應

93年與 94年縣市原住民補助款資料（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3c）。

（四）原住民立委獲得選票情形與原住民投票率

本研究蒐集第五屆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參選人在各縣市得票數資料，以及各縣市山

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的投票率（中央選舉委員會　2001）。

二、統計分析模型與各變數的操作化

本研究主要探討影響行政院原民會補助款分配的因素，究竟是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變

數還是與原住民立委選舉相關的政治變數。在進行敘述性分析之後，本研究將三年資料

加以匯集，利用最小平方法迴歸分析 (Ordinary Least Square)估計各種變數對於補助款分

配的影響。同時，本研究利用 Durbin-Watson統計值來檢測統計模型是否呈現自我相關，

如果存在自我相關則採用 AR(1)模型。另外透過White’s Robust V. C. Matrix 估算 Robust 

Standard Errors，以排除變異數不齊一的問題 (Greene 2002)。

迴歸模型的依變數為「縣市於民國 92至 94年期間，原住民每人每年獲得行政院原民

會補助款金額」（以民國 90年幣值為基期年）。由於原始模型數值的標準化殘差值與預測

值之間的對應分析顯示有相當程度的變異數不齊一的現象，所以先透過依變數取以 10為

底的對數，初步改善這個問題。自變數則包括「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山地與平地

原住民立委選舉競爭程度」、「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山地與平地原住

民選民政治參與程度」、「縣市長黨籍」以及「有無原住民鄉鎮市」總共 6個。

理想上，如果原住民補助款的資料能夠區隔出山地原住民補助款與平地原住民補助

款，那麼利用山地原住民立委相關變數預測山地原住民補助款的分配，利用平地原住民立

委相關變數預測平地原住民補助款的分配，應該是最佳的狀況。因為這樣可以比較山地原

住民與平地原住民補助款分配上的不同型態。但是現實上並無法如此，因為原民會分配的

原住民補助款仍以行政轄區為單位，縱使是資格補助款 (entitlement grants)，目前也沒有

以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作為劃分的基準。因此，在族群變數的運算過程中，我們以所

有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之族群別作為縣市原住民族群代表程度之計算基礎，克服補助款

資料無法區分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之限制。而在選舉相關變數方面，雖然山地與平地

原住民皆能各自呈現選舉相關變數，但是在補助款資料的限制下，為了觀察原住民立委選

舉相關變數對於補助款分配的影響，唯一的方法就是同時整體考量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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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出相關變數之後，再納入分析模型當中。

表面看來，這似乎是資料上的限制，但是本研究也相信，原住民補助款不管是針對山

地原住民或是平地原住民，應該都有一定程度的外溢效果 (spillover effect)。也就是說，即

使補助款受惠對象主要是山地原住民，但是不見得平地原住民就完全得不到好處。因為各

縣市山地與平地原住民普遍存在混居與通婚的現象，使得原住民之間的互動並不會有明顯

的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的區分。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山地原住民立委原本只是想為山地原住

民爭取某個設施或活動的補助計畫，然而實際上，平地原住民卻也同時享受到補助計畫的

利益，反之亦然。例如高金素梅（山地原住民立委）與楊仁福（平地原住民立委）皆對

「部落聯外道路計畫」的經費短缺問題，提出質詢。高金素梅甚至更以 42萬原住民同胞

的代表為訴求，對行政院長游錫堃提出經費要求（立法院公報　2003b；2003c）。儘管這

種政策利益外溢效果有大小的差異，但是不管補助利益是針對山地原住民或是平地原住

民，山地或平地原住民立委應該都會努力爭取才是。也因此，本研究在自變數當中，整體

考量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所建構出的相關變數，也許更貼近事實。以下是各自變數的操

作化內容：

（一）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

由於本研究選擇以「各族群別的族群代表」作為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的概念型定義，

因此「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即是「各族群立委人數相對於各族群全國總人數之比

例」乘以「各縣市的各族群人數」的總和。「各族群立委人數相對於各族群全國總人數之

比例」是計算每一位某族族人到底有多少位同族立委可以代表他？本文將它稱為「各族的

立委代表基數」。之後，再將「各族的立委代表基數」分別乘以「各縣市的各族群人數」

之後再加總起來，就可以得出各縣市當中的各個族群被多少位同族立委所代表。這個變數

的建構並不區分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所以它代表縣市所有原住民被立委代表的程

度。「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的運算公式如下：

i=1、2、3⋯23（縣市）

j=1、2、3⋯10、11、12（族群別）

以第五屆的原住民立委為例，「各族的立委代表基數」方面，阿美族立委有 4位、泰

雅族立委有 3位、排灣族立委有 1位。根據行政院原民會 92年 6月統計，全國原住民總

人口數為 436,932人，而阿美族有 146,541人、泰雅族 89,096人、排灣族 68,537人、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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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族 40,868人、魯凱族 10,713人、卑南族 8,967人、鄒族 2,893人、賽夏族 5,186人、雅

美族 3,272人、邵族 354人。15所以可以計算出，每一位阿美族、泰雅族與排灣族的族人

分別有 0.0000272、0.0000337、0.0000146位同族立委代表他們，而其他各族的立委代表

基數為 0。接下來，以台北縣作為例子，台北縣的阿美族有 20,065人、泰雅族 5,402人、

排灣族 1,976人、布農族 1,837人、魯凱族 503人、卑南族 614人、鄒族 158人、賽夏族

388人、雅美族 217人、邵族 5人。所以台北縣的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只有跟阿美

族、泰雅族與排灣族有關（因為並沒有其他族的立委），所以台北縣的原住民立委族群代

表程度=(0.0000272×20065)+(0.0000337×5402)+(0.0000146×1976)=0.76。同樣的，例如桃

園縣各族人數分別為阿美族 17,779人、泰雅族 14,595人、排灣族 2,070人、布農族 1,660

人、魯凱族 302人、卑南族 502人、鄒族 131人、賽夏族 537人、雅美族 126人、邵族 9

人。利用同樣的方法，桃園縣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的數值為 1.00。所以，相對於台北

縣來說，桃園縣的原住民被同族立委代表程度高於台北縣。

根據少數族群代表理論，族群代表應該會比較關心同族的同胞，所以被同族原住民立

委代表程度越高的縣市，會獲得越多的原住民補助款。更具體的說，雖然原住民立委選舉

是以全國為唯一選區，但是因為只有阿美族、泰雅族與排灣族有立委代表，所以在補助利

益的分配上，理應會偏向將利益帶回阿美族人、泰雅族人與排灣族人聚居的縣市。因此，

本研究預期縣市的「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越高，該縣市將獲得越多的原住民補助

款。

（二）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競爭程度

「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競爭程度」係指該縣市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參選人得

票率之標準差的交乘值。得票率的標準差代表競爭程度，標準差越小，越競爭。而交乘變

數 (interaction term)在線性迴歸模型中，不僅具有釐清各自變數對於依變數影響的功能，

並且也可以確認兩自變數交乘後會對於依變數的影響程度。就本文來說，因為補助款資料

無法區分為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的金額，所以我們利用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競

爭程度的交乘變數，來呈現整體山地與平地原住民選舉競爭程度對於原住民補助款分配的

影響。

根據分配政策理論，若某些區域是選戰較為競爭的區域，那麼現任立委為尋求下次的

連任，應會特別關心這些選票差距較小的地方。因此，本研究預期當某縣市山地與平地原

住民立委參選人得票率標準差的交乘值越小時，該縣市獲得越多的原住民補助款。

（三）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

「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是指山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與平

15 其他未認定族群的原住民有 60,50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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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的交乘值。本研究沿用羅清俊（2007）所使用的「票倉區指

數」概念。所謂「山地（平地）原住民立委票倉區指數」係指：「山地（平地）原住民立

委在某縣市得票數÷該立委在所有縣市的總得票數」乘以「山地（平地）原住民立委在

某縣市得票數÷該縣市所有山地（平地）原住民立委參選人在該縣市的總票數」。這個指

數可以呈現不同縣市對於山地（平地）原住民立委選票的重要程度。例如以山地原住民立

委曾華德在台北市為例，以「曾華德在台北市的得票數佔他總得票數的比例」乘以「曾華

德在台北市的得票數佔所有山地原住民立委參選人在台北市的得票數的比例」，就是曾華

德在台北市的票倉區指數。同樣地，曾華德在其他 22縣市也會獲得一個這樣的數值。某

一個縣市的數值越高，代表該縣市對曾華德的勝選越重要。

然而，在 23縣市當中，究竟哪些縣市對所有山地（平地）原住民立委較為重要呢？

在計算出所有山地（平地）原住民立委在每一個縣市的票倉區指數之後，再求出所有山地

（平地）原住民立委在每一個縣市票倉區指數的平均值。平均數越高的縣市，代表該縣市

對於所有山地（平地）原住民立委是比較重要的縣市。以第五屆山地原住民立委在台北市

與雲林縣為例，第五屆山地立委有曾華德、瓦歷斯貝林、高金素梅與林春德，他們在臺北

市的票倉區指數分別為 0.00026、0.00033、0.00407與 0.00295，平均數為 0.0019。而在雲

林縣則分別為 0.000099、0.000037、0.000674與 0.000027，平均數為 0.0002。所以對於這

4位山地原住民立委來說，台北市的重要性比雲林縣為高。「山地（平地）原住民立委平

均票倉區指數」之運算公式如下：

i=1、2、3⋯23（縣市）

j=1、2、3、4（山地或平地原住民立委）

計算出各縣市的「山地（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之後，因為補助款資料

無法區分山地與平地原住民之金額，所以我們取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的

交乘值。我們預期如果某縣市的交乘值越高，代表該縣市是所有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選

票來源的重要縣市，那麼該縣市理當會獲得超額的原住民補助款，反之，如果交乘值越

低，則會獲得越少的原住民補助款。

（四）山地與平地原住民選民政治參與程度

「山地與平地原住民選民政治參與程度」係指該縣市山地與平地原住民選民的投票率

的交乘值。由於補助款資料無法區分山地與平地原住民之金額，所以我們同樣以交乘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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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來處理山地與平地原住民選民的政治參與程度。本文預期山地與平地原住民選民政

治參與程度的交乘值越高，該縣市所獲得的補助款也會越多。

（五）縣市長黨籍

92至 94年期間是由民進黨掌控中央政府，本研究預期如果縣市首長的黨籍為民進黨

時，則該縣市將獲得比較多的原住民補助款。本研究利用二分變數 (dichotomous variable)

處理 92至 94年間的縣市長黨籍，將民進黨籍縣市首長編碼為 1，非民進黨籍縣市首長編

碼為 0。

（六）有無原住民鄉（鎮、市）

需求變數主要在確定補助款分配、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與其他政治變數之間的

真實關係。理想上，應該以行政院原民會已完成數年的「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或是民

國 95年的「台灣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作為需求變數加以控制。但是該兩項調查的行政

區域分為台灣省、原住民山地鄉、原住民平地鄉（鎮、市）、非原住民鄉（鎮、市）、台北

市、高雄市與金馬地區等類別，所以無法得知所有縣市的差異。另外，在各縣市一般的統

計資料當中，也沒有以原住民經濟或財政為主的統計資料。除此之外，理論上，「縣市原

住民人數」或「縣市原住民鄉鎮市之個數」應可反映縣市原住民的補助需求，但是因為這

兩個變數在實際的迴歸模型中，皆出現變異數膨脹因素 (VIF)高於 10的現象， 16所以不適

合分別或同時放入這兩個需求變數。然而，為了控制各縣市原住民對於補助的需求程度，

本文乃以縣市有無原住民鄉（鎮、市）作為需求變數，因為這些原住民鄉（鎮、市）通常

是原住民聚居的地方，補助需求也可能較高。這個變數也是以二分變數來處理，縣市如果

有原住民鄉（鎮、市）則編碼為 1，反之則編碼為 0。

最後，就分配政策理論的內涵來說，影響補助款分配的因素甚多，例如「立委資深程

度」、「立委是否參與常設委員會」與「立委的黨籍」等等。但是，由於原住民立委選舉是

以全國為唯一選區，在以縣市為分析單位的情形下，如果採用這些變數將無法區辨各縣市

之間的差異。例如第五屆原住民立委的資深程度，如果以擔任立委的屆次作為資深程度的

指標，新任立委有高金素梅與廖國棟 2位；累積擔任 2屆有 4位（曾華德、林春德、林正

二、楊仁福）；累積擔任 3屆有 1位（章仁香）；累積擔任 4屆有 1位（瓦歷斯貝林），則

任何縣市的原住民立委的資深程度均為 17。同樣地，「立委是否參與常設委員會」與「立

16 在迴歸模型的多元共線性 (multicollinearity)檢測中，「縣市原住民人數」的 VIF值為 36.333，呈

現嚴重線性重合的現象；而若以「縣市原住民鄉鎮市之個數」作為需求變數，雖然它的 VIF值

只有 8.831，但它卻使「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的 VIF增加至 13.504，而「山

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是本研究的核心變數，因此作者必須放棄「縣市原住民

鄉鎮市之個數」這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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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的黨籍」也會產生無法區辨各縣市差異的情形。因此，本研究排除這些無法區辨縣市差

異的自變數。

伍、實證分析

一、敘述統計分析

（一）92至 94年各縣市各年補助款分配分析

表 2顯示「92至 94年各縣市原住民每人每年可獲得行政院原民會補助款」之年度

趨勢。我們發現 92年各縣市原住民每人每年可獲得的補助款是 93與 94年的兩倍以上。

從各縣市補助款的標準差來看，相較於 93與 94年，92年的各縣市每人獲得補助款之標

準差為 6,328元，明顯高於其他兩個年度。在 92年中，每人獲得補助款最多的是嘉義縣

（21,120元），而最少則是嘉義市（883元），最大值是最小值的 23.92倍。在 93年當中，

每人每年獲得補助款最多的是高雄縣（8,328元），而最少則是高雄市（1,406元），最大值

是最小值的 5.92倍。在 94年當中，每人每年獲得補助款最多的是苗栗縣（8,152元），而

最少的則是台北縣（1,253元），最大值是最小值的 5.76倍。所以不論是平均值、標準差

或最大值與最小值的差距而言，92年都比 93、94年的差距為大。

表 2　92至 94年各縣市原住民每人每年可獲得行政院原民會補助款之年度趨勢

年度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樣本數

92 8,044 6,328 21,120 883 23

93 3,861 2,391 8,328 1,406 23

94 3,822 2,244 8,152 1,253 2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民國 90年幣值為基期年；單位：元／人。

（二）各分項補助計畫金額分析

在 92至 94年間，行政院原民會對各縣市有關原住民的補助總共有 11項計畫，總額

約 78億（如表 3所示）。其中，以「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計畫」之補助金額為最大宗，有

32億之多，約佔行政院原民會 3年補助總額的 41.5%。此外，「森林保育計畫」、「住宅改

善計畫」與「改善原住民地區部落飲水設施計畫」的總額也有 7億元以上，約各佔行政院

原民會 3年補助總額的 9%左右。而「辦理原住民地區產業活動與博覽會」則是補助總額

最少的計畫，僅佔行政院原民會 3年補助總額的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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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2至 94年行政院原民會 11項補助計畫之合計與佔 3年總額之比例

計畫名稱 92至 94年合計 佔 3年總額之比例

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計畫 3,258,278,721 41.51%

辦理森林保育計畫 780,992,100 9.95%

住宅改善計畫 768,774,180 9.79%

改善原住民地區部落飲水設施計畫 721,906,196 9.20%

原住民保留地規劃管理與利用實施計畫 586,672,283 7.47%

都市原住民生活發展計畫 507,035,489 6.46%

山地部落聯絡道路改善計畫 423,754,068 5.40%

推動原住民社會教育民俗文化 367,288,640 4.68%

補助辦理社會福利業務 212,148,540 2.70%

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產業發展計畫 210,076,446 2.68%

辦理原住民地區產業活動與博覽會 13,381,437 0.17%

總額 7,850,308,098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民國 90年幣值為基期年；單位：元。

（三）各變數的敘述統計

表 4為本文迴歸模型當中各變數之敘述統計分析結果。依變數「縣市原住民每人每年

獲得行政院原民會補助款金額」方面，已於表 2說明，這裡就不再贅述。有關自變數的

「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方面，平均每個縣市有 0.3477位原住民立委代表這個縣市

同族的原住民。各縣市的標準差為 0.4435位，差距相當大，顯示各縣市因為族群人口組

成不同，而原住民立委只涵蓋阿美族、泰雅族與排灣族，因而使得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

度有如此大的差異。其中最大值是民國 92年的花蓮縣 (1.8689)，而最小值則是民國 92年

的澎湖縣 (0.0037)，最大值縣市是最小值縣市的 507.38倍。

而在「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競爭程度」方面，平均每個縣市的山地與平地原住

民立委選舉競爭程度的交乘值為 0.0071，標準差為 0.0022。而最大值是基隆市 (0.0120)，

最小值則是台北縣 (0.0031)，代表台北縣是山地與平地原住民選戰最為激烈的縣市（數

值越小，表示競爭程度越高），基隆市則是最不競爭的縣市（數值越大，表示競爭程度越

低）。

在「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方面，平均每個縣市的山地與平地原

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的交乘值為 0.000067，標準差為 0.00014。其中最大值為台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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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568)，最小值是澎湖縣 (0.000000006)，代表台東縣對於所有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

當選者而言，是重要選票來源的縣市，反之，澎湖縣則否。

表 4　各變數的敘述統計分析

變數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樣本數

依變數

縣市原住民每人每年獲得補助款金額（元） 5,242 4,519 21,120 883 69

自變數

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 0.3477 0.4435 1.8689 0.0037 69

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競爭程度交乘值 0.0071 0.0022 0.0120 0.0031 69

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交乘值 6.7E-05 1.4E-04 5.68E-04 6E-09 69

山地與平地原住民選民政治參與程度交乘值 0.2724 0.0571 0.3515 0.1444 69

山地或平地原住民選舉變數的原始敘述統計

山地原住民立委選舉競爭程度 0.0833 0.0238 0.1502 0.0518 69

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競爭程度 0.0861 0.0215 0.1337 0.0571 69

山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 0.0097 0.0212 0.1026 0.0001 69

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 0.0097 0.0253 0.1189 0.0001 69

山地原住民選民政治參與程度 0.5612 0.0801 0.6882 0.4186 69

平地原住民選民政治參與程度 0.4819 0.0541 0.5742 0.3333 69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山地與平地原住民選民政治參與程度」方面，平均每個縣市的山地與平地原住民

選民投票率的交乘值為 0.2724，標準差為 0.0571，而最大值為花蓮縣 (0.3515)，最小值是

嘉義市 (0.1444)，表示花蓮縣是山地與平地原住民選民投票率最高的縣市，而嘉義市則是

原住民政治參與程度最低的縣市。

除上述三個變數外，「縣市長黨籍」方面，在 92至 94年間為第 14屆縣（市）長與第

3屆直轄市長之任期，並未有跨屆的情況。在未含金門縣與連江縣的 23個縣市中，民進

黨執政的縣市有 10個縣市，非民進黨執政有 13個縣市。另外，在「有無原住民鄉（鎮、

市）」方面，23個縣市中，有 12個縣市有原住民鄉（鎮、市），另外的 11個縣市則否。

二、迴歸模型分析

表 5是迴歸模型的統計分析結果。非常有趣的發現是：「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

的迴歸係數為負，並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標準化迴歸係數β=-0.76，p<0.01）。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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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與原住民立委同族的原住民人數越多的縣市，反而獲得越少的補助款。顯然，原住

民立委並沒有為自己族群多謀福利。

那麼決定原住民立委爭取更多補助款的背後原因究竟是甚麼呢？從表 5的結果看

來，縣市原住民的需求是其中一個原因：有原住民鄉鎮市的縣市，明顯獲得較多的補助

款 (β=0.54, p<0.01)，這應該符合補助款分配的初衷。除此之外，統計結果顯示選舉相關

的政治因素牽動補助款的分配。首先，在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時，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

委競爭越激烈的縣市，明顯獲得較多的補助款 (β=-0.29, p<0.01)。其次，山地與平地原住

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的交乘值越高的縣市，獲得越多的補助款 (β=0.30, p<0.05)，代表

如果該縣市是大多數原住民立委重要選票來源的縣市，則這些縣市將獲得越多的原住民補

助款。第三，山地與平地原住民選民投票率交乘值越高的縣市，確實也獲得較多的補助款

(β=0.31, p<0.05)。第四，「縣市長黨籍」雖然未達統計顯著水準，但是迴歸係數是正向，

代表民進黨執政的縣市仍然獲得稍多的原住民補助款，只是民進黨執政縣市之間所獲得的

金額變異情形較大。

表 5　原住民補助款分配的迴歸模型分析

變數名稱 迴歸係數 t值 標準化迴歸係數β

常數 3.34** (15.93)

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 -0.59** (-3.92) (-0.76)

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競爭程度 -46.42** (-3.21) (-0.29)

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 746.17* (1.82) (0.30)

山地與平地原住民選民政治參與程度 1.89* (2.02) (0.31)

縣市長黨籍 0.01 (0.09) (0.01)

有無原住民鄉鎮市 0.37** (4.00) (0.54)

觀察值 69

調整後 R2 0.4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1.  樣本數約 70時、自變數=6、α=0.01之下，1.283< d <1.645範圍時，無法確認是否有自我相關

(autocorrelation)。本研究原模型的 Durbin-Watson值為 1.49，落在 1.283< d <1.645中。因此我們以較保

守的方式採用AR(1)模型，減緩自我相關。AR(1)模型的 Durbin-Watson值為 2.13，確認無自我相關。

　　　2.  各自變數之 VIF皆小於 10，確定無多元共線性的現象。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的 VIF為 5.976；

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競爭程度的 VIF為 1.420；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的 VIF

為 4.223；山地與平地原住民選民政治參與程度的 VIF為 3.861；縣市長黨籍的 VIF為 1.169；有無

原住民鄉鎮市的 VIF為 3.680。

　　　3.  第一個括號內為 t值，第二個括號內為標準化迴歸係數β。

　　　4. ** p<0.01; * p<0.05（顯著水準採單尾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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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住民補助款分配的敏感度分析：「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以及

「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

敏感度分析 (sensitivity analysis)主要是固定其他自變數為常數的情況下，觀察某一

自變數變動對於依變數的影響情形 (Gupta 2001, 376)。在表 5迴歸模型分析結果達到統計

顯著水準的自變數當中，「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以及「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

票倉區指數」（交乘數值）值得進一步利用敏感度分析來觀察它們個別對補助款分配的影

響。因為這兩個變數分別代表本文基本的論點，也就是原住民政策利益的分配究竟是族群

代表取向？還是選舉的政治取向？17

在操作上，由於「縣市長黨籍」與「有無原住民鄉（鎮、市）」是二分虛擬變數，因

此本研究先依照「有無原住民鄉（鎮、市）」與「縣市長黨籍」區分為四組縣市，分別是

「有原住民鄉（鎮、市）／民進黨執政」、「有原住民鄉（鎮、市）／非民進黨執政」、

「無原住民鄉（鎮、市）／民進黨執政」與「無原住民鄉（鎮、市）／非民進黨執政」。

其次，在「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的敏感度分析，本研究將「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

選舉競爭程度」、「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與「山地與平地原住民選民政

治參與程度」，分別以它們的平均數代入迴歸預測式。之後再將 69個樣本的「原住民立委

族群代表程度」分別代入表 5所獲得的迴歸預測式中，因此可以得到「原住民立委族群代

表程度」不同數值所對應的補助款額度。因為表 5迴歸模型的依變數是取以 10為底的對

數，因此必須還原（反對數）成為實際的金額數值。最後，利用同樣的方法處理「山地與

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的敏感度分析。

（一）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的敏感度分析

圖 2為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與補助款之間的敏感度分析結果。這個結果顯示，第

一，立委族群代表程度越低的縣市，明顯獲得越多的補助款。當縣市原住民沒有同族的立

委代表他們時，不管這些縣市是甚麼黨執政或是有無原住民鄉（鎮、市），這些縣市的原

住民每人都可獲得較高額度的補助款。有趣的是，當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越來越增加

時，它對於補助款分配的敏感度卻越來越小（曲線越平坦），換句話說，當原住民立委族

群代表程度高到一定數值之後，它對於補助款金額減少的影響程度將會越來越弱。這可能

代表的意義在於：原住民立委固然希望透過爭取超額政策利益給其他不同族的原住民，才

能爭取更多的票源，但是這些舉動仍然要以照顧與自己同族為多數的縣市原住民為基本底

線，否則恐怕連自己族人的選舉基本盤都會喪失掉。也因此，我們發現原住民立委族群代

17 「票倉區指數」是過去分配政策研究較少處理的變數，因此本文特別針對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

平均票倉區指數進行敏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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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程度對於原住民補助款分配的負向敏感度，將隨著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的增加而漸漸

減少（臨界點大約是在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為 1的上下，桃園縣即處於臨界點的位置）。

第二，在相同的原住民族群代表程度下，不管甚麼黨執政，有原住民鄉（鎮、市）的

縣市會比沒有原住民鄉（鎮、市）的縣市獲得較多的補助款（表 5迴歸分析顯示達到統

計上的顯著水準）。同樣地，在相同的原住民族群代表程度下，不管有無原住民鄉（鎮、

市），民進黨執政的縣市會比非民進黨執政的縣市獲得稍多的補助款（表 5迴歸分析顯示

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但是係數是正向）。

進一步來看，在相同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的縣市當中，獲得補助款額度的高低依

序是：1.有原住民鄉（鎮、市），同時也是民進黨執政的縣市；2.有原住民鄉（鎮、市），

由非民進黨執政的縣市；3.無原住民鄉（鎮、市），由民進黨執政的縣市；4.無原住民鄉

（鎮、市），非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這些現象呈現的意義在於：當控制相同的原住民立委

族群代表程度時，「需求」會是原住民補助款分配的重要準據，儘管民進黨執政的縣市比

非民進黨執政的縣市在獲取原住民補助款稍佔優勢。這種現象是可以理解的，原民會分配

原住民補助款如果沒有以需求為分配的基準，就會失去它的正當性。但是當面對民進黨執

政的中央政府壓力時或是民進黨縣市長的要求時，在以需求為分配的基本原則之下，多分

配一些政策利益給這些縣市似乎也不會影響原住民補助款分配的正當性。

第三，隨著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的漸減，「有原住民鄉（鎮、市）」與「無原住民

鄉（鎮、市）」的縣市所獲得原住民補助款額度的差距卻越來越大。從圖 2來看，有原住

民鄉（鎮、市）的縣市（不管是否民進黨執政）隨著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的減少，所

獲得補助款金額增加的程度大過於沒有原住民鄉（鎮、市）的縣市（不管是否民進黨執

政），所以才出現當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最小時，這兩種類別縣市的原住民補助款差

額最大。這說明了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對於補助款的負向影響在補助需求程度高的縣

市更為敏感。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可能是：有原住民鄉（鎮、市）的縣市原住民人口數較

多，而縣市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逐漸降低時，這些縣市當中與原住民立委不同族的人

數將逐漸增多。而由於這些與立委不同族的原住民多半不易選出自己族的立委（因為小族

的總人數較少），所以原住民立委對於這些小族人數較多的縣市，會有更多的動力爭取原

住民補助款來吸引這些小族的選票，使得有原住民鄉（鎮、市）的縣市的補助款敏感度曲

線上升幅度更為陡峭，以致於造成這兩種類別縣市間原住民補助款的差距由小逐漸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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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 圖形顯示四個組群所獲得補助款金額多寡依序為：「有原住民鄉鎮市／民進黨執政」、「有原住民鄉鎮

市／非民進黨執政」、「無原住民鄉鎮市／民進黨執政」、「無原住民鄉鎮市／無民進黨執政」。「有原住

民鄉鎮市／民進黨執政」與「有原住民鄉鎮市／非民進黨執政」兩條敏感度曲線，以及「無原住民鄉

鎮市／民進黨執政」與「無原住民鄉鎮市／無民進黨執政」兩條敏感度曲線，看似重疊，但是它們之

間仍有很小的差異，例如以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為 0.5來看，「有原住民鄉鎮市／民進黨執政」約

為 4,637元；「有原住民鄉鎮市／非民進黨執政」約為 4,571元；「無原住民鄉鎮市／民進黨執政」約為

1,968元；「無原住民鄉鎮市／無民進黨執政」約為 1,940元。

圖 2　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與補助款的敏感度分析

（二）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的敏感度分析

圖 3為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與補助款之間的敏感度分析結果。這個

結果顯示，第一，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越高的縣市，明顯獲得越多的補助

款。與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恰恰相反的現象是，當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

指數越來越增加時，它對於補助款分配的敏感度卻越來越大（曲線越陡峭）。換句話說，

當指數數值越高，對於補助款金額增加的影響將越強。而這個現象可能與原住民立委們都

會擔心自己的選票會被其他同選區的立委搶走有關。怎麼說呢？因為如果某縣市的山地與

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越高，代表該縣市是原住民立委票倉區高度重疊的縣市，

在未來競選連任時，就會是原住民立委們相互較勁的戰場，所以原住民立委們對於這些票

倉區彼此重疊的縣市，反而會更加努力地為原住民爭取補助款。在原住民立委們共同關注

的乘數效果下，使得平均票倉區交乘值越高，補助款分配的敏感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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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與之前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的情形類似的是，在相同的山地與平地原住民

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的縣市，不管甚麼黨執政，有原住民鄉（鎮、市）的縣市會比沒有原

住民鄉（鎮、市）的縣市獲得較多的補助款。同樣地，在相同的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

平均票倉區指數的縣市，不管有無原住民鄉（鎮、市），民進黨執政的縣市會比非民進黨

執政的縣市獲得稍多的補助款。進一步來看，在相同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

指數的縣市當中，獲得補助款額度的高低依序仍然是：1.有原住民鄉（鎮、市），同時也

是民進黨執政的縣市；2.有原住民鄉（鎮、市），由非民進黨執政的縣市；3.無原住民鄉

（鎮、市），由民進黨執政的縣市；4.無原住民鄉（鎮、市），非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這些

現象呈現的意義也與圖 2意義相同，也就是當控制相同的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

區指數時，「需求」是原住民補助款分配的重要準據（儘管民進黨執政的縣市比非民進黨

執政的縣市在獲取原住民補助款稍佔優勢）。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仍然可能與補助款分配

的正當性有關，也可能與民進黨掌握中央政府以及民進黨籍縣市長的要求有關。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 圖形顯示四個組群所獲得補助款金額多寡依序為：「有原住民鄉鎮市／民進黨執政」、「有原住民鄉鎮市

／非民進黨執政」、「無原住民鄉鎮市／民進黨執政」、「無原住民鄉鎮市／無民進黨執政」。「有原住民

鄉鎮市／民進黨執政」與「有原住民鄉鎮市／非民進黨執政」兩條敏感度曲線，以及「無原住民鄉鎮

市／民進黨執政」與「無原住民鄉鎮市／無民進黨執政」兩條敏感度曲線，看似重疊，但是它們之間

仍有很小的差異，例如以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為 0.00018來看，「有原住民鄉鎮市／

民進黨執政」約為 6,949元；「有原住民鄉鎮市／非民進黨執政」約為 6,850元；「無原住民鄉鎮市／民

進黨執政」約為 2,950元；「無原住民鄉鎮市／無民進黨執政」約為 2,908元。

圖 3　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與補助款的敏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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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與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的現象恰恰相反，隨著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

票倉區指數的漸增，「有原住民鄉（鎮、市）」與「無原住民鄉（鎮、市）」的縣市所獲得

原住民補助款額度的差距也越來越大。從圖 3來看，有原住民鄉（鎮、市）的縣市（不管

是否民進黨執政）隨著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的增加，所獲得補助款金額

增加的程度大過於沒有原住民鄉（鎮、市）的縣市（不管是否民進黨執政）。同樣的，造

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有原住民鄉（鎮、市）的縣市原住民人口數較多，而當這些

縣市同時又是各原住民立委的共同選票來源區時，原住民立委們會努力爭取原住民補助款

來鞏固自己的票源，使得有原住民鄉（鎮、市）的縣市的補助款敏感度曲線的上升幅度就

比較陡峭，而造成這兩種類別縣市間原住民補助款的差距由小逐漸變大。

陸、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研究發現

本文以少數族群代表理論與分配政策理論為基礎，分析 92至 94年行政院原民會分配

至 23縣市的原住民補助款。我們核心的研究問題是：不同族群的立委會為自己族群帶回

實際的補助利益嗎？還是如分配政策理論所言，原住民立委為固守票倉區或降低選舉競爭

程度，而將爭取來的補助利益投注有利於自己連任的區域呢？在經過實證分析後，本研究

有幾項重要的發現：

首先，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越高的縣市，該縣市的原住民會獲得越少的原住民補

助款。也就是說，原住民立委並不會多帶補助款回到自己族人所聚居的縣市，反而會比較

照顧與自己不同族群的原住民所聚居的縣市。這個發現與Whitby等人 (2001)的研究發現

不同，換言之，少數族群代表理論認為描述性與實質性代表之間的正向關係並未出現在本

研究當中。

其次，在選舉相關的政治變數部分。第一，原住民立委選戰越激烈的縣市，該縣市原

住民會獲得越多的補助款，這個發現和 Stein與 Bickers(1992)以及羅清俊（2000；2001）

的發現相似。第二，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的交乘值越高的縣市，將會獲

得越多的原住民補助款。換言之，如果某縣市同時是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重要的選票來

源時，該縣市將獲得超額的補助利益。第三，山地與平地原住民選民政治參與程度（投票

率）的交乘值越高的縣市，該縣市原住民也會獲得越多的補助款，這與Martin(2003)和張

其祿（2002）的研究發現相似。第四，雖然縣市長黨籍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但是

迴歸係數的方向仍與預期相同，表示民進黨執政的縣市仍可獲得稍多的原住民補助款，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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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進黨執政縣市之間所獲得的金額變異情形較大。

除此之外，本研究也發現當縣市有原住民鄉（鎮、市）時，該縣市將可獲得較多的補

助款。亦即「需求」仍舊是補助款分配的重要依據，這頗符合補助款分配的初衷。

在敏感度分析方面，首先，當其他自變數控制在常數之下，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

越來越高時，它對補助款分配的影響將會越來越弱。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

數越來越高時，它對補助款分配的影響反而越來越強。其次，不管縣市是甚麼黨執政，有

原住民鄉（鎮、市）的縣市都會比沒有原住民鄉（鎮、市）的縣市獲得較多的補助款。第

三，當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越來越低時，有原住民鄉（鎮、市）的縣市獲得的補助款

驟增程度大過於沒有原住民（鎮、市）的縣市，而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

數越來越高時，有原住民鄉（鎮、市）的縣市獲得的補助款驟增程度大過於沒有原住民

（鎮、市）的縣市。

二、討論

目前以全國為唯一選區的原住民立委選制真的會比較不利於小族原住民嗎？就經驗面

來說，從本研究發現中得知，雖然選舉結果都是大族立委當選，但是他們並不會爭取補助

款來特別照顧自己的族群，政策利益反而比較會投注於小族所聚居的區域。然而，這些原

住民立委是不是又完全不關心自己的族群呢？從本研究原住民立委族群代表程度的敏感度

分析中得知，這些大族立委仍會讓與自己同族程度較高的縣市原住民，獲得基本額度的原

住民補助款。換言之，目前以全國為唯一選區的立委選制所產生的原住民立委，會全面性

的照顧到所有的族群，因此族群代表制倡議者所擔憂的問題（大族立委不會關心小族的原

住民），顯然與事實有些許的差距。

就規範面來說，大族因為人數多，各種經濟、文化或基礎建設的條件向來較佳，資源

也較多，而小族人數少，各種資源也相對匱乏，所以目前小族所聚居的縣市可獲得較多的

原住民補助款，正可以讓各族間維持平衡的發展，不至於讓原住民社會內部形成發展不均

的現象。

儘管如此，作者仍然有點擔心現行原住民立委的選舉制度可能不利於大族的長期發

展。為甚麼呢？本文發現，大族的原住民只獲得基本水準的原住民補助款，可能無法滿足

大族族人對大族立委的期待。但是即使如此，在原住民投票偏好仍會受族群認同一定程度

影響之情況下，族人並不容易在下次選舉時，因為不認同自己族群的立委（立委沒有為自

己族人爭取足夠利益）而改支持其他族的參選人。因果循環的結果將可能造成「大族原住

民的心中有自己族的立委，但大族立委心中卻無自己族的原住民」的現象，導致大族發展

程度日益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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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一位居住於資訊不發達地區的某大族原住民選民，他可能無法清楚瞭解與

他同族的立委參選人是否會特別為該族帶來福祉，但是當他投票時，會基於想像的認同

(imagined identity)， 18而投給他們族的參選人。縱使他瞭解這位欲求連任的同族參選人，

以往並未特別替他們同族的人帶回實質的利益，他仍然可能會投給這位參選人，因為他會

說：「這個參選人，是我們 Atayal的，我當然要支持他」。但是，當這位大族參選人當選

後，因為知道自己的族群票可以透過族群訴求而求得穩固，他反而會努力照顧非自己族的

原住民，特別是那些能影響勝選門檻的其他族群，以尋求下次成功連任。這從山地與平地

原住民立委選舉競爭程度、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平均票倉區指數，以及山地與平地選民

政治參與程度影響補助款分配的研究發現可以清楚看出來。長期下來，就可能出現：大族

僅維持基本程度的發展，但是其他族群（小族）卻可以獲得較快程度的發展。而當小族發

展速率不成比例地高過於大族時，原本所欲追求族群發展平衡的狀態很可能因此而受到破

壞，造成小族各方面的條件反而優過於大族。

當然，以上都是基於本研究以「各族群別的族群代表」作為原住民立委代表的概念型

定義，並在此定義之下所展開的研究發現所做的討論。在原生性「各族群別的族群代表」

的定義下，原住民立委重選票而輕族群的這種現象，是不是普遍存在仍然需要更多實證研

究加以證實。

不過，我們好奇，如果將原住民立委代表的概念界定在其他兩種不同層次的意涵時，

原住民立委在選票與族群代表之間可能會如何取捨？同樣的，作者在以下的討論仍需要實

證研究來證明。首先，如果將原住民立委代表的概念界定在「原／漢的族群代表」呢？毫

無疑問，這些原住民代表必然選擇族群代表，因為原住民立委選舉制度自成一個體系，在

政策利益分配過程當中，犧牲了族群代表角色並不能換得任何一張原住民的選票。

其次，如果將原住民立委代表的概念界定在「山地／平地原住民族群代表」呢？直覺

上來說，我們會認為原住民立委會比較傾向選擇積極的族群代表角色，也就是山地原住民

立委透過政策利益的分配幫助山地原住民，而平地原住民透過相同的方法幫助平地原住

民。最直接的理由就是山地原住民立委的選舉同樣獨立於平地原住民的選舉，捨棄積極的

族群代表角色似乎也很難獲得額外的選票。不過，真實世界恐怕不見得如此。因為原住民

補助款不管是針對山地原住民或是平地原住民（事實上目前無此區分），都會有相當程度

的外溢效果。換言之，即使接受補助款的對象是山地原住民，但是平地原住民仍然能受

18 Anderson認為民族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係指每個個體成員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

但他們相互連結的意象卻存在每位成員的心中（請參考︰吳叡人譯，Benedict Anderson原著，

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台北：時報文化）。也就是說，這些大族族人

可能從來不認識他們的立委，但是因為他們有共同的認同標的——族群，而影響他們的投票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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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反之亦然。既然政策利益受惠範圍的界線模糊以致於很難區分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的利

益，所以積極主張族群代表的原住民立委也很難在這種情況下突顯出照顧族群的立場。既

然如此，理性的原住民立委應該會轉而將補助利益投注在自己的票倉區或是選舉競爭的區

域。

三、未來研究方向

國內有關於原住民選舉與政策利益分配的研究仍屬少數，本研究的發現對於後續原住

民相關研究議題應該有一定程度的啟發作用。後續有關於原住民選舉與政策利益分配的研

究，至少有三個方向值得繼續探索。第一，第三及六屆立法院期間與原住民相關的政策利

益分配值得進一步觀察。本研究以第五屆立法院期間為觀察範圍，但是第五屆原住民立委

都是大族立委。其實在第三屆原住民立委選舉曾經選出屬於非大族（或稱為中型族群）的

布農族山地原住民立委全文盛，第六屆立委也選出小族的卑南族平地立委陳瑩。因為有了

這些非大族的立委在立法院，這會對原住民補助利益的分配造成甚麼樣的衝擊呢？

第二，除了以補助款當作研究焦點之外，也可以觀察原住民立委在原住民利益相關的

提案行為、法案審查發言內容與記名表決。例如「原住民族地區建設條例草案」、「原住民敬

老福利生活津貼暫行條例」與「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條例草案」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標的。

具體的研究問題可以是：原住民立委提出有利於原住民利益的法案、審查的發言內容與記名

表決是為了嘉惠有利於自己選舉的區域？還是自己的族群？不同族的立委之間有無差異？另

外，政黨比例代表制所選出全國不分區立委如果有原住民當選者，則這些原住民立委在提案

行為、法案審查發言內容與記名表決的代表行為，會考量原住民整體的利益嗎？還是只關心

他自己的族人？還是為自己未來的選舉鋪路（未來如果想要參選區域立委）？最後，因為

立法院各屆原住民立委的員額有所差異（第三屆山地與平地立委應選名額為各 3人，第四

至六屆為各 4人，第七屆因應立委減半，又改為各 3人），在這種情況之下，會不會因為

原住民立委員額數量多，進而出現搭便車現象而減少了個別原住民立委爭取補助利益的誘

因？反過來說，會不會因為員額數量減少，強化了課責的因果關聯（可能包含了族群與選

舉的課責性），而增加了個別原住民立委爭取補助利益的誘因 (Lancaster 1986)？而這些誘

因進而會反映在原住民立委提案行為、審查法案的發言內容與記名表決嗎？

第三，縣市層級的原住民議員代表性與政策利益分配的關係也值得進行比較研究或個

案研究。首先，在比較研究部分，因為在地方制度法規定之下，各縣市原住民議員的選舉

制度不盡相同， 19因此未來研究可以比較在不同選舉制度之下，政策利益分配上的差異以

19 由於在「地方制度法」第三十六與三十七條的規定下，各縣市原住民議員選制包括了以整個縣

市為單一選區（例如台北市以全市為唯一選區，原住民議員應選 1人）、以整個縣市當中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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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造成差異的原因。具體來說，可以利用鄉（鎮、市）作為分析單位，觀察不同縣市在不

同原住民選舉制度之下，影響原住民補助款在鄉鎮市分配的相關因素。這種比較研究的貢

獻在於它可以實現本研究無法達成的研究目標。過去一些研究認為，不同選舉制度將導

致政策利益分配型態的差異 (Carey and Shugart 1995; Lizzeri and Persico 2001; Persson and 

Tabellini 2000)。因為我國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向來都是以全國為唯一選區 (at-large)的選

舉制度，差別只在於各屆次員額數的差異而已，因此中央政府層級的研究並無法比較選舉

制度差異對於政策利益分配的影響。不過，由於我國縣市層級原住民議員選舉制度存在著

多樣性的差別，所以它提供了驗證「不同原住民選舉制度將導致原住民政策利益分配型態

的差異」這個假設的機會。

其次，在縣市層級的個案研究部分，台東縣會是一個很有趣的案例。第一，台東縣的

山地與平地原住民議員選區共有 9個，全部選出 13位原住民議員，這 13位包含 5位山

地原住民議員與 8位平地原住民。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選區應選名額為 1

人，第六與第七選區應選 2人，第九選區應選名額則有 3人。換言之，台東縣議員的原住

民選區包含了單一選區與複數選區，幾乎涵蓋了其他縣市的各種選區型態。所以如果能以

台東縣為個案，將可在單一縣的分析當中，比較單一選區與複數選區內鄉鎮市的原住民補

助款分配如何受到縣議員族群因素與選舉因素的影響。此外，也可以進一步觀察不同的原

住民選區，是否因為選出來的議員員額數不同而影響原住民政策利益的分配。具體來說，

選區會不會因為議員員額多，搭便車的現象嚴重而減少議員為選區爭取補助利益的誘因，

以致於所獲得的補助利益少於議員員額少的選區。20第二，藉由台東縣的個案，也可以觀

察山地原住民議員與平地原住民議員的選區是否因為部分重疊，而導致重疊選區獲得較多

的政策利益呢？由於台東縣的山地與平地原住民議員選區呈現部分重疊（例如平地原住民

的第七選區包含卑南鄉、太麻里鄉、大武鄉、金峰鄉、達仁鄉、蘭嶼鄉等 6個鄉，與山地

個鄉（鎮、市）為單一選區（例如南投縣第六選區以 7個鄉鎮為一個選區，應選山地原住民議

員 1人）、以整個縣市為一個複數選區（例如桃園縣以全縣為唯一選區，平地原住民議員應選 2

人）、以整個縣市當中的數個鄉（鎮、市）為一個複數選區（例如台東縣第九選區，以 4個鄉鎮

為區域選區，應選平地原住民議員 3人）等等類型，所以各縣市的選區類型並不一致。另外，

在「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三條的規定下，各縣市原住民議員應選人數也不一致（例如台北市 1

人；台東縣 13人），並且某些縣市僅能選出平地原住民議員，而沒有山地原住民議員（例如基

隆市因為沒有山地鄉，所以只能選出平地原住民議員）。在這些不同選制之下，原住民政策利益

分配是否會因此而有不同的型態呢？另外，在各種不同制度之下所選舉出來的原住民議員族群

別也會有所不同，所以各縣市不同的原住民議員組成型態會對原住民政策利益的分配造成何種

影響呢？以上這些都是各縣市比較研究可以嘗試回答的研究問題。
20 選區規模 (district size)係指選區議員員額數量，有關選區規模與政策利益關係的研究，可參見羅

清俊與謝瑩蒔（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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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的第十選區的卑南鄉、第十二選區的太麻里鄉和金峰鄉、第十三選區的大武鄉和達

仁鄉，以及第十四選區的蘭嶼鄉等鄉鎮重疊），這些相互重疊的選區是不是會同時引起山

地與平地原住民議員的關注，進而為這些區域爭取更多的補助款呢？這些重疊選區內的鄉

（鎮、市）會不會因此而獲得較多的補助利益呢？歸而言之，台東縣的確是一個特殊的案

例，值得深入研究。

* * *

投稿日期：97.10.09；修改日期：98.04.30；接受日期：98.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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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terminant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digenous Grants in Taiwan:

Ethnic Minority Representation or Electoral 
Competition?

Ching-jyuhn Luor*．Wen-hsueh Chen**

Abstract

Based on the minority representation and distributive theories,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s whether the distribution of indigenous grants in 

Taiwan is determined by ethnic representation in the Legislative Yuan or 

electoral factors.

By intuition, ethnicity-laden consideration might be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n deciding the distribu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related benefits, in the 

sense that the ethnic groups represented more by the same ethnic legislators 

in the Legislative Yuan tend to receive more benefit than otherwise. 

However, statistical results in this paper show that indigenous legislators 

are not likely reaping disproportionate largess for the areas where their own 

ethnic groups account for most of the indigenous population. They care 

even more on others. Why? Maybe the legislators believe that simply asking 

votes by ethnic identification is enough so that pouring more benefits for 

their ethnic groups may not increase the marginal utility of the votes. They 

probably need extra votes from other ethnic groups for electoral safety. In 

addition, the statistical finding shows that disproportionate benefit goes 

to the higher turn-out rate areas, electoral competitive areas, and the areas 

where most indigenous legislators’ votes are concentrated, indicating that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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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genous legislators’ electoral concern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ethnic 

one.

This paper has implications on the design of electoral system of 

indigenous legislators in Taiwan. For those who worry that current electoral 

system of indigenous legislators leads to the disadvantaged position of 

minority groups among indigenous people, the evidences provided in this 

paper possibly alleviate their anxieties.

Keywords:  distributive policy, minority, indigenous legislators, indigenous 

legislative electoral system, minority representation




